
财税法史

唐代两税法改革中的税收公平思想探析∗

郝晨仪∗∗

摘　 要:税收与国家治理之间具有紧密联系,税收公平的实现对于

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唐代两税法正是历经“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统

治者为挽救统治在财税制度上所作的努力。 “安史之乱”以来的唐朝面

临着旧有制度崩溃、财政危机严重的现实困境,在此背景下,经历了代宗

时期的改革与铺垫,秉持着“以资产为宗”精神的两税法改革于唐德宗

时期正式施行,唐前期所确立的租庸调制被其所取代。 对两税法改革后

所形成的制度进行规范化分析后可以发现,相较于旧制而言,两税法在

制税原则、纳税主体范围、税收特别措施等方面呈现出进步性,体现了税

收公平思想中的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理念。 这一改革在维护残唐统治

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推动了税收公平制度的构建与税收公平思想意涵的

丰富,对于当代税收法治建设具有可借鉴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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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

柱”“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彰显了现代税收对于国家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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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 税收公平作为现代税法重要的价值与原则之一,自然成为税收

法律制定与制度构建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还指出要发掘并运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对于时下的法治建设具

有积极意义,在税收法治领域亦是如此。 财税思想本身所具有的历史

性、现实性、变异性和政治性等特征,决定了其对于后世税收制度建设具

有可借鉴的意义。① 纵观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发展历史,中国古代封建

税收法制经历了漫长复杂的变化,形成了丰富的财税法制构建经验与思

想内涵,对于现代财税法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两税法发生于唐朝中

期,这一改革对于唐朝乃至后代的赋税制度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改革中

确立的“以资产为宗”这一计税原则对于税收公平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所开展的扩大纳税群体、改革央地税权

分配等具体措施对于税收公平的实践也具有积极意义。 因此本文将本

次改革及其制度成果作为研究对象,探析这一改革在唐朝中期发生的原

因与其进步性之所在,尝试挖掘改革所形成的制度之中蕴含的改革智

慧,以期为新一轮财税制度改革提供新动力。
两税法发端于中唐时期,从“两税”的定义来看,学界目前尚未达成

统一共识。 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认识,有学者认为“两税”是指田亩之税

和居人之税,即土地税和财产税,②另有学者认为“两税”即杨炎所呈奏

中提出的夏、秋两税,还有学者认为“两税”被当作户税的专名。③ 从两

税法制度的改革原因来看,多数学者认为两税法改革是经济、政治多重

因素作用的结果,均田制崩溃、中央财政紧张、藩镇割据是最主要的原

因。④ 另有学者认为两税法的推行实为党争之产物,认为这一由杨炎所

主张和推行的税制改革具有“否认刘宴理财成就、抹杀代宗时期税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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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意思” ⑤。 从税收法制的构建与具体内容来看,有学者从税收要素

角度出发,对制度加以提炼与分析,提出由于“两税法”准备时间不足、
唐中期以来中央权力因藩镇割据而被削弱等原因,产生了两税法下形成

的税制虽有进步之处但是仍然存在税制要素欠缺的问题。⑥ 另有学者

从央地财税权力分配的角度出发,基本形成了两税法时期的地方相对唐

前期而言拥有了一定的财税自主权这一共识。⑦ 从改革中蕴含的财政

思想来看,多数学者对于两税法体现出的“量出为入” 原则达成了共

识,⑧认为这一改革开创了“国家财政预算制度的先河” ⑨;还有学者从两

税法本身的税收安排出发进行考察与讨论,认为两税法在税制安排层面

较租庸调制而言具有进步性,提出两税法将改革重点放在具有相对公平

意义的地税、户税之上体现了“均平”思想,􀃊􀁉􀁒但是在政策实践方面仍然

存在问题,大大削弱了两税法在实现税负公平方面的有效性。􀃊􀁉􀁓

从实施效果来看,学者们主要围绕两税法推行以后对于国家财政税

收、巩固国家政权等方面展开了论述。 部分学者认为两税法的实施顺应

了当时中唐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当时民众减轻赋税负担、促进税

收公平、稳固国家政权具有积极意义,􀃊􀁉􀁔并指出从长远来看两税法的改

革是中国古代的一次税制突破,为后来的国家治理提供了赋税制度的蓝

本;也有学者从两税法的利弊两面进行分析,认为两税法有其固有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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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弊端之所在,提出从长期来看这一制度并未减轻民众负担,反而产

生了剥削底层民众的消极影响。􀃊􀁉􀁕 对于两税法中的税收公平思想的研

究成果也较多,但大多数学者均是在探究中国古代整体税收思想演变的

过程中对其有所提及,专门对两税法中税收公平思想的研究仍然较少。
在现有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两税法改革所体现的立法精神具有历史

进步性,认为两税法中蕴含了税负公平的进步思想,其在制度安排上以

财产数量作为课税标准更符合按能力负担原则,􀃊􀁉􀁖与税收公平的思想内

涵相对应。 还有学者认为两税法以资产为宗的制税原则体现了税制设

计的纵向公平原则。􀃊􀁉􀁗

回顾学术前史,关于两税法的研究整体上虽然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富

的学术成果,但仍然存在研究视角局限、对所蕴含的税收公平思想研究

不够深入、挖掘不足等问题。 税收作为国家直接从民众手中获取财物的

行为,会对国家和地方、国家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产生重

要影响,同时民众对于“税痛”的感知也最为直观和强烈,可见税收公平

的实现对于国家治理的实现和有序运转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本文将主

要从税收公平视角出发,坚持“论从史出”的研究原则,对《新唐书》 《旧

唐书》《资治通鉴》以及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等文献中对于两税法的相

关记载加以剖析,对两税法下形成的税收法制进行规范化分析,并尝试

总结出其中蕴含的税收公平思想,探析其对于当下税收法治建设的意义

之所在。

二、两税法的改革动因探析

两税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将唐朝前期确立的租庸调制度废止,
并建立起新的税收制度。 这一变革的实现与新制度的确立并不只是由

唐德宗时期的诏令所促成的,而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酝酿与铺垫,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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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的沿袭中不断被完善。 因此有必要回顾前史,结合历史文献厘清唐

朝前期所建立起的赋税制度,在制度的梳理与比较中探析引发两税法改

革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一)唐朝前期租庸调制的缺陷

唐朝前期主要继受隋以来的制度,同时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充分

考虑经历战乱后民众的生存状况,以“轻徭薄赋”为税收立法的指导思

想,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推进税收法制的构建。
唐初,唐高祖于武德二年(619 年)确定了租庸调之法,规定“每丁租

二石、绢二匹、绵三两” 􀃊􀁉􀁘。 武德七年(624 年)颁布均田令,规定了划分

年龄阶段以及据其分授田地的具体规则􀃊􀁉􀁙。 此后唐朝逐渐形成了通过

“簿籍授受、官田授受、户内通分、对共给授” 􀃊􀁉􀁚等方式加以实施的均田

制。 此后,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度互为协调配合的制度体系逐渐形成、运
行。 依据《唐律疏议·户婚卷》中关于赋役制度的规定:“诸部内输课税

之物”条〔疏〕议曰:

输课税之物,课租、调及庸,地租,杂税之类。 物有头数,输
有期限,而违不充者,以十分论,一分笞四十。

由此可见,唐朝前期形成了以租庸调制度为主,以户税、地税为辅的

税收制度。 关于租庸调制度的具体内容也可以在《新唐书》中找到解释:

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斛,稻三斛,谓之租。 丁随乡所出,
岁输绢二匹,绫、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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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 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

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

总的来说,唐前期租庸调制的运转逻辑在于由国家向百姓发放土

地,以所发放的土地为基准,同时政府以年龄为依据对人口进行划分,并
对纳税主体“丁”进行确定,由受到国家所分授的田地且满足“丁岁”要

件的家庭按照前述税率标准分别缴纳租、庸、调赋税,以人丁、家庭、土地

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简言之就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

庸”,因此均田制和户籍制度对于租庸调的正常运转具有重要意义。 从

制度设计来看,这一制度充分体现了统治者“轻徭薄赋”的税收思想,从
制度理想运转的角度来看,唐前期设置的税率在 3%至 6%,对于初经隋

末唐初战乱的国家局面而言具有积极意义。 大批荒地掌握在国家手中,
为实现土地、户籍和税赋制度的有效运转提供了可实现的基础,统治者

本着“均平中庸”思想充分汲取前朝经验将荒地向民众授发,与这一时

期统治需要与民众现实生产状况相适应,对于实现唐朝统治初期的稳定

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促进了唐朝人口数量与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虽然租庸调制度在唐朝前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其本身仍然存在

着与税收公平理念相违背的制度理念和设计。 从制税原则来看,这一制

度以“人丁”作为基础制定统一的赋税标准,而“与他们(白身丁男)的收

入、财富即支付能力无关” 􀃊􀁊􀁓,实际上忽视了区域、财产等具体差异,“人

丁”这一计税标准指向的实质是以劳动能力作为衡量纳税能力的重要标

准,然而赋税最终的征收形式除了徭役之外是田地所生产的谷物,二者

之间并不具有绝对的关联性,因此也就难以保证税收能力与税收负担相

匹配,从而无法真正实现税收公平。 此外,这一制度的有效运转以“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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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数量作为税收公平判断的信息基础” 􀃊􀁊􀁔,对于国家治理能力和基层

税务行政能力要求较高,因此一旦国家治理能力下降、政务松弛,这一制

度的有效性将会大打折扣。 随着时间推移,当出现国家手中土地不足以

满足分授田地要求的情况,制度也会受到动摇。
(二)“安史之乱”前后的制度动荡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统治由盛转衰的重要历史节点,对唐王朝统

治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重大冲击,对于税收制度尤其如此。 然而税收制

度的动荡绝非自“安史之乱”时才真正发生,其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在

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显现,最终旧的制度无以为继,多重因素决定了

两税法这一改革推行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1. 旧制崩坏,税负不均

如前所述,唐朝前期租庸调制度的正常运转建立在均田制这一土地

制度之上,均田制与唐初人少地多、恢复国家生产、增强国力的需要相适

应,然而天宝以降人口越多,􀃊􀁊􀁕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国家手中掌有的土地

已经不能继续满足继续向百姓分授的需要。 在“安史之乱”之前均田制

这一制度就已经受到冲击,如《新唐书·食货志二》中所记载的:“租庸

调之法,以人丁为本。 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口转死,田亩

卖易,贫富升降不实。 ……而租庸调法弊坏。” 􀃊􀁊􀁖至此,旧有赋税制度逐

渐沦为“空头”法令。 这一现象从《唐天宝三载(744)年敦煌郡敦煌县神

沙乡弘远里籍》 􀃊􀁊􀁗也可以见得。
该文书的具体内容为:

户主张奴奴载陆拾叁岁,老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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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耘、林映强:《税收合法性的历史演化及其现实判断》,载《地方财政研究》 2023
年第 2 期。

据史料记载,至天宝年间,唐人口户数已经从武德年间的二百户增长至九百万户。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第五十八·志第四十二·食货二》,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855 页。
转引自[日]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龚泽铣译,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190 页。



母宋载捌拾叁岁,老寡。
妻解载陆拾岁,老男妻。
女妃尚载叁拾玖岁,中女。
合应受田捌拾贰亩。 贰拾贰亩已受:廿亩永业,二亩居住

园宅。 六十亩未受。

文书中记录了张奴奴为户主的家庭情况,详细记载了户主与家庭中

母亲、妻子和女儿的年龄、人口类别以及相应的受田情况。 可以发现,根
据均田制安排应当受到国家分配的田地八十二亩,但是实际上仅受到二

十二亩田地。 另有《唐天宝六载(747 年)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

籍》中所载的以阴承光为户主的家庭应当分得二顷六十二亩土地,最终

却有“二顷一十三亩未受”,也可以证明在天宝年间已经出现人口足而

土地不足的情况,国家能够分授的田地数量日益减少,均田制被动摇。
同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也加剧了制度的崩坏。 富农与官僚大肆

收敛土地,普通小农人口越多而土地越少,以人丁为征税标准的租庸调

对于普通小农而言剥削日益增重,税负日益不均。 作为租庸调主要征税

对象的自耕农大量选择涌向大地主阶层,通过向大地主提供力役的方式

来逃避国家税收,依据《文献通考》所记载的:“户有八百万,而浮客户乃

八十万” 􀃊􀁊􀁙,天宝年间无须承担税负的客户数量已经相当大。 而面对自

耕农以附庸方式逃避税收的行为,当时唐政府与官员并未采取有效措

施,反而采取剥削未逃避税收民众的方式,􀃊􀁊􀁚最终造成了逃脱税收的自

耕农日益增多的局面。 且户籍制度“久不更造”,作为租庸调主要征税

对象的成丁数量难以统计,税收大受影响。 多重因素影响下最终均田制

崩坏,租庸调制度也无以为继。 此外,“安史之乱”期间为了调集财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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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旧唐书》记载:“初,永徽中禁买卖世业、口分田。 其后豪富兼并,贫者失业,于
是诏买者还地而罚之。”唐朝前期就已经存在兼并土地的情况;唐代宗时期曾发布《禁富户

吞并敕》期待达到抑制富豪兼并土地的作用。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55 页。
“不以逃亡户口申报,而以逃户应出之租税,摊配于其亲邻,令之代输。 亲邻不胜

负累之苦。”参见(宋)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 1955 年版。



应对叛乱,唐肃宗兴征并无税目与税率规定的杂税,􀃊􀁊􀁛这一税种在唐前

期所构建的法制体系中并无规定,征收多少全凭政府自行酌定,在盘剥

普通民众的同时对原本的制度也造成了破坏。 因此,确立一种新的税收

制度有其必要性所在。
2. 政局混乱,财政困难

在旧有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崩坏的同时,唐王朝也面临财政收入锐

减、官员俸禄与军费支出巨大等严重的财政危机,迫使其在税制上有所

变革。
在官员俸禄支出方面,这一危机在“安史之乱”以前就已经显现端

倪。 据史料所记载:“及其弊也,兵冗官滥,为之大蠹。” 􀃊􀁋􀁒。 唐前期官员

数量就已经呈现递增的态势,到高宗时期已经从唐初 640 名官员增加至

13􀆯 465 人,玄宗时期增长至 18􀆯 805 人。 此外宦官集团数量也剧烈增长,
成为中央财力的巨大负担。􀃊􀁋􀁓 可见“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在玄宗时期就

已经出现了“兵冗官滥”的情况,政府部门扩张,官吏数量增加,相应的

财政开支大增。 而后于天宝年间爆发的“安史之乱”对于唐王朝各方面

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财政方面更是造成了“而大盗起,兵兴,财用益

屈” 􀃊􀁋􀁔的影响。 战乱对于社会生产力造成了巨大破坏,除了遭受掠夺外,
死亡、逃荒的人口数量急剧提升,税收锐减,国家经济陷入近乎停滞的状

态。􀃊􀁋􀁕 而在“安史之乱”被平定后,唐德宗即位以来,北方藩镇割据出现

并演变得越发严重,逐渐呈现出中央弱而地方强的局势。 藩镇割据一方

肆意加收赋税,并将民众所缴纳的税收截留在地方一级,中央税收的税

源被大大削弱,无法满足国家运转的财政需要,故而税制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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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70 页。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第五十七·志第四十一·食货一》,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852 页。
参见黄惠贤、陈锋: 《 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98 ~

199 页。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第五十八·志第四十二·食货二》,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855 页。
“自两京陷没,民物耗弊,天下萧然。”参见(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第五十

八·志第四十二·食货一》,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852 页。



三、两税法制度的规范化分析

(一)两税法之确立

“自代宗时,始以亩定税”,自代宗时期就已经开启了税收制度的初

步改革。 据《旧唐书》记载,代宗时代重新核实划分户等,当时的理财专

家刘宴根据时局之需推行盐税改革,并严格选拔基层税务工作人员,为
德宗时期实施两税法奠定了充分的基础。􀃊􀁋􀁖

两税法的正式确立据《新唐书》与《唐会要》中对于两税法实施过程

有所记录可以基本确认,两税法这一制度改革设计系由唐德宗时期时任

丞相的杨炎提出,“其年八月,宰相杨炎上疏奏曰:国家初定令式,有租赋

庸调之法……则租庸之法弊久矣” 􀃊􀁋􀁗,而杨炎向德宗呈交《请行两税法

奏》详细说明了其主张,而后唐德宗所发布的施行两税法的正式诏令、建
中元年正月五日赦文以及二月十一日起请条等重要内容􀃊􀁋􀁘,则更进一步

说明两税法从杨炎的个人主张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财税政策与制度。
唐德宗发布的定两税诏是最直接了解两税法制度内容的历史资料,

在此诏令中规定:

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行商者在

郡县税三十之一,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 各有不便者三之,馀
征赋悉罢,而丁额不废。 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数为

准。 征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 违者进退长吏。 令黜

陟使各量风土所宜,人户多少,均定其赋。 尚书度支总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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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历四年正月十八日,敕有司:‘定天下百姓及王公已下每年税钱,分为九等:上
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 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

户一千五百文。 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 其见官,一品准上上户,九
品准下下户,余品并准依此户等税。’” 参见刘昫: 《 旧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139 页。
(宋)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 1955 年版,第 1536 页。
参见黄永年:《唐代两税法杂考》,载《历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
《全唐文·卷 0050·定两税诏》。



这一诏令对课税对象、纳税时间、税率等都作出具体规定,二月十一

日有关部门所作的起请条也可与之相印证:

至二月十一日起请条请。 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 据

旧征税数。 及人户土客定等第钱数多少。 为夏秋两税。 其

(鳏)寡惸独不支济者。 准制放免。 其丁租庸调。 並(并)入两

税。 州县常存丁额。 准式申报。 其应科斛斗。 请据大歷十四

年见佃青苗地额均税。 夏税六月内纳毕。 秋税十一月内纳毕。
其黜陟使每道定税讫。 具当州府应税都数。 及征纳期限。 并

支留合送等钱物斛斗。 分析闻奏。 并报度支。 金部。 仓部。
比部。 其月。 大赦天下。 遣黜陟使观风俗。 仍与观察使刺史

计人产等级为两税法。􀃊􀁋􀁚

在颁布诏令后,德宗随即安排使节前往地方就主户、客户的情况加

以统计:“建中元年正月五日赦文。 宜委黜陟使与观察使及刺史转运 \所
由。 计百姓及客户。 约丁产。 定等第。 均率作。 年支两税。 如当处土

风不便。 更立一限。 其比来征科色目。 一切停罢。”同时又依据史料中

对于唐德宗的记载:“己巳,上朝太清宫。 庚午,谒太庙。 辛未,有事于郊

丘。 是日还宫,御丹凤门,大赦天下。 自艰难以来,征赋名目颇多。 今后

除两税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 􀃊􀁋􀁛可以基本证明建中元年以来唐德宗

已经接受杨炎的建议,派遣黜陟使前往各地考察各地的具体情况,两税

法于此正式被推行,并在其后的实施期间被进一步充实完善。
(二)两税法的制度分析

税收制度可以反映制度构建的立法精神与指导思想,因此要探析两

税法改革中所蕴含的税收公平思想,须运用法学方法对其最终形成的制

度加以梳理与规范化分析,透过制度表象分析其所蕴含的思想之所在。
1. 中央与地方税权设置

唐前期确立的是中央高度集中的财税权力体系,中央政府对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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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 1955 年版,第 1535 页。
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64 页。



财政收支管控极其严格,地方政府在财政上并不享有自主权,这也是唐

王朝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然而中唐以来藩镇割据日益严重,
唐中央政府实际上已经无力统筹全国各地税收,天宝以来财政权力被逐

渐下放至地方,􀃊􀁌􀁒“安史之乱”更是对原本的央地财权分配体制造成了冲

击,央地之间财政权力的分配也陷入混乱之中。 两税法改革以来,唐德

宗政府意在重新建立体制将财税权力逐渐自地方向中央回收,最终形成

了“两税三分”的央地财税权分配格局,也就是史料中所记载的:“自国

家置两税以来,天下之财,限为三品,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曰留州,皆
量入为出,定额以给资。” 􀃊􀁌􀁓所谓“两税三分”即文献中所记载的内容,是
指所收取的赋税一分为三份。 “上供”是指归中央所有的份额;“留使”
是指归属以节度使为代表的一级政权的部分,主要用于军费开支􀃊􀁌􀁔;“留

州”是指归属州一级主要用于官员俸禄以及各项管理支出的部分。
2. 课税要素分析

从税收法制构建层面来看,课税要素主要包含纳税主体、课税对象、
税率、纳税环节、税收特别措施、纳税地点、计税期间和纳税期限等税收

实体要素。 唐代前期所形成和适用的租庸调制度已经具有相对完整的

课税要素体系,两税法时期的具体课税要素可以从杨炎呈交的《请两税

法奏》以及唐德宗发布的具体诏令中加以提炼、分析。
关于征税时间,从当时中央部门在杨炎上奏的基础上作出修改补充

拟定的《起请条》 中可以发现,当时的法令仅就纳税期限作出了规定:
“令黜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为夏秋两税。 ……夏税六月内纳毕,秋
税十一月内纳毕” 􀃊􀁌􀁕,《文献通考》中也对两税法的征税时间进行了记录:
“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 􀃊􀁌􀁖。 具体来讲就是以农作物收获时节

为依据,每年征收夏、秋两次税,但是对于具体的纳税时间并未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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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49 页。
“请商量付度支,据诸州府应征两税,供上都及留州留使旧额。”参见刘昫:《旧唐

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150 页。
参见陈明光:《唐朝两税三分制的财政内涵试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

年第 4 期。
(宋)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 1955 年版,第 1535 页。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57 页。



关于纳税主体的规定,依据德宗在建中元年二月所颁布的诏令中所规

定的:“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 ……行商者,在郡县税三十之一。 ……”􀃊􀁌􀁗

可以发现,此次改革将主户和客户均纳入了纳税主体的范围,这与唐中

期以来存在的农户通过逃脱原有居所、依附大户以达到逃税目的的行为

有关。 在旧有租庸调制度的背景下,官僚贵族无须承担赋税,􀃊􀁌􀁘官僚、富
豪大肆兼并土地,自耕农选择成为地主附庸以逃避税收,并且由于税负

不公以此方式逃避税收的农民数量日益增多,被称为“客户”、“浮户”或

者“寄庄户”,课税对象由主户转向主户、客户均征税,扩大了纳税主体

的范围,对于改变旧制下普通民众税负的情形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也将

商人也纳入了纳税主体范围之内,在两税法改革之前,并无明文规定商

人需要承担赋税,而两税法改革中将商人纳入了征收赋税的范围,意在

增加税收来源与收入。
关于课税对象的规定,确立了“以资产为宗”的计税原则和土地、财

产两个主要的课税对象。 据《旧唐书》记载:“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
两税法改革将唐代前期租庸调制度背景下所适用的人丁这一计税标准

实际废止,确立了“贫富为差”的新标准,即以所享有的资产多少作为税

收征纳的标准。 税收对象主要是说明向什么征税的问题,两税法所确定

的税收对象主要有两个,其一,居人之税即根据人的资产多少所征收的

财产税。 其二,田亩之税即起请条中所列出的“据大历十四年见佃青苗

地额均税” 􀃊􀁌􀁚,通过史料中对于税收结果的记载􀃊􀁌􀁛,也可得知其征税对象

是财产与土地。 关于税率问题,两税法法令中明示了对商人征收“三十

392财税法史　

􀃊􀁌􀁗
􀃊􀁌􀁘

􀃊􀁌􀁙
􀃊􀁌􀁚

􀃊􀁌􀁛

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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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页。 “按开元二十五年〈户令〉云:诸视流内九品以上官……皆为不课户。”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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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货一》,中华书局 2003 年版,第 849 页。
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1139 页。
丁柏传、陈作梁:《唐代两税法征收内容辨析》,载《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4 年第 1 期。
“岁敛钱二千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以供外”。 参见(宋)马端临:《文献通考》,

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58 页。



税一”的工商税之规定,对于普通农户征税的税率规定为“以大历十垦

田之数未定” 􀃊􀁍􀁒,即以大历十四年的税额作为参考标准,并未作进一步规

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租庸调制下统一税额的规定而言,两税法

并未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税额。
关于税收特别措施,两税法延续了唐代前期的立法精神,对于弱势

群体作出了规定。 唐朝一直以来就有对于特殊人群减免税的规定,主要

包括身份性和灾害性的免税规定􀃊􀁍􀁓。 除特权阶级的身份性免税以外,主
要就是对于弱势群体的免税规定;而灾害性的规定则可以从《唐令·赋

役令》中发现,其中主要对遭受“水旱虫霜”等自然灾害的灾民予以免税。
两税法改革中延续了这一传统,在法令中直接对弱势群体的课税予以免

除。 在《起请条》中记载:“二十一日起请条请令點陟、观察使及州县长官,
据旧征税数及人户土客多少,为夏、秋两税。 其鳏寡惸独不支济者,准制

放免。” 􀃊􀁍􀁔《新唐书》中记载“遣黜陟使按比诸道丁产等级,免鳏寡惸独不

济者” 􀃊􀁍􀁕,对于独自一人生活、无法供养自己的人直接规定免除其税收。

四、两税法制度的进步性探析

中国古代的税收公平思想由来已久,并在历史发展中不断被丰富和

完善。 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强调均平财富对于社会

稳定的重要性,而税收作为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重要工具,国家应当充

分发挥其作用,保证税负的公平性从而避免出现贫富差异过大的情

况;􀃊􀁍􀁖管子提出“相地而衰征”的主张,并据此确定了根据土地的贫瘠程

度、土地产量多少确定不同税额的税收制度,这一制度丰富了税收公平

思想的内涵,也为后世公平税制的构建提供了思想源泉和制度示范。􀃊􀁍􀁗

到魏晋时期,傅玄在其赋税思想中提出“至平”的理念,正式将税负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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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霖:《我国古代公平税负思想综观》,载《经济问题探索》1987 年第 9 期。



作为一项经济原则确定下来,其主要关注“上”与“下”、国家与公民之间

的税收利益问题,􀃊􀁍􀁘认为国家摊派税赋要根据实际需要并考虑民众的承

受能力,主要探究了税收公平中的纵向公平的问题。
结合前述古代赋税思想中就税收公平所提出的思想理念,可以进一

步对公平在税收领域的内涵加以提炼。 税收公平主要包括社会公平与

经济公平两大维度,社会公平是指从社会发展角度出发,国家运用税收

手段对收入分配加以调节,实现社会范围内的整体公平,从而达到维护

社会整体稳定的目的;经济公平则进一步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横向

公平和纵向公平。 经济公平层面关涉的是不同纳税人之间的税收利益

关系,指向的意涵是纳税能力相同的人交纳相同的税、纳税能力不同的

人交纳不同的税收。 而国家与个人之间就课税形成的利益关系对于税

收公平的实现也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由于国家运用强制力征课于民,不
可毫无节制地征课掠夺税收,具有税负能力的人才方可税。􀃊􀁍􀁙 由此可

见,无论是哪一维度的税收公平,均需分析纳税主体的纳税能力与其所

需承担的税负是否适当,这也就成为衡量税收制度是否公平的重要

因素。
(一)两税法中的经济公平

1. 制税原则的合理化

通过前述制度的规范化分析可以得知,两税法基本确认了“以资产

为宗”的制税原则。 在这样的制税原则下计税标准从人丁转向资产,这
一转变可以在唐朝前期与后期记录户口状况的籍帐的对比之中得到印

证。 之所以从户籍的相关记录中寻找相印证的证据,是因为唐代的赋役

制度与户籍制度紧密相连,记录户籍的文书上不仅有本户人口的相关信

息,还规定了赋税的相关信息。 如《唐天宝六载(747 年)敦煌郡敦煌县

龙勒乡都乡里籍》中所记载的:

户主阴承光载贰拾玖岁,白丁。 课户,见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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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袁载柒拾叁岁,老寡。
母齐载肆拾陆岁,寡。
妻侯载贰拾肆岁,丁妻。
弟承俊载贰拾伍岁,白丁。
妹惠日载贰拾岁,中女。
合应受田贰顷陆拾贰亩。 肆拾玖亩已受:卌亩永业,七亩

口分,二亩居住园宅。 二顷一十三亩未受。􀃊􀁍􀁚

又如,《唐大历四年(769 年)沙州敦煌县悬泉乡宜禾里手实》中所记

载的:

户主安大忠年贰拾陆岁,白丁。 下下户。 课户,见输。
母屈年肆拾柒岁,寡。 永泰二年帐后勘责逃走,限满除。
弟金苟年壹拾陆岁,小男。 上元二年帐后死。
妹桃花年贰拾叁岁,中女。 上元二年帐后死。
妹胡胡年贰拾岁,中女。 永泰二年帐后勘责逃走,限满除。
……
合应受田壹顷壹亩。 叁拾叁亩已受:廿亩永业,一十二亩

口分,一亩居住园宅。 六十八亩未受。􀃊􀁍􀁛

从前述两个不同时期的文书中可以发现施行两税法之前,唐前期在

户籍制度方面的记录文书基本已经形成了范本,记录名字、丁口、受田情

况,两个文书中均存在“白丁、小男、中女”等对于人口年龄划分的形容

词,这与租庸调制以人丁为征税基础的制税原则有关。 而到唐代后期籍

帐文书《唐大中六年(852 年)十一月唐君盈户口田地状》中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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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唐君盈

户唐君盈年卅七,妻阿索年(缺)
　 　 　 弟僧君亦年卅五岁。 (缺)弟(缺)不受

　 　 　 父磨牙年六十三。 妻啊氾年(缺)
　 受田四十七亩。􀃊􀁎􀁒

比较实施两税法前后的两个文书可以发现,二者间最明显的变化之

一是不再有关于“丁中”的标记,这从侧面反映了两税法以来计税原则

的转变,对于纳税人纳税能力的评估标准由单一的“人丁”转向了所拥

有资产的多少。 其转变的合理与进步性在于,唐前期租庸调制下征收定

额税只看人丁不看具体财富,课税率与应课税土地的数量成反比􀃊􀁎􀁓,且
租庸调制度随着土地兼并的日渐严重,普通民众拥有土地日益减少,但
所承担的赋税仍然随着成丁数量的增多而增多。 至此,旧有的制税原则

下所确立的以纳税人的体力强弱为基础的纳税能力评估原则􀃊􀁎􀁔,已经呈

现出严重的累退性,不符合税收公平的要求。
而两税法所确立的“以资产为宗”这一制税原则,通过对纳税人财

产多少的评估来确定纳税能力,资产越多纳税越多,从经济公平视角来

看其呈现出的累进性这一特征,符合了税收公平思想的要求,对于改变

唐前期租庸调制度下税负不均的局面具有积极意义,在此原则的指导下

税制要素的确定相较于旧制而言也在税收公平层面体现出进步性。
2. 纳税主体的普遍化

在税收公平思想下,纳税主体的确认也与纳税能力相关,纳税群体

的普遍化是实现税收公平的重要路径。 两税法改革中采取的一个重要

措施就是将纳税主体的范围扩大,将“客户”、行商等重要群体纳入了纳

税主体范围内,是两税法中税收公平思想的一个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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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是在唐王朝不抑制土地兼并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群体,
其依附于官僚、大地主。 由于唐前期租庸调制度下以户口和人丁作为征

税依据,“客户”这一群体因其已经逃脱原户籍地、未被记载于所依附地

的户簿中而实际上逃脱了征税,其数量在唐王朝统治期间日益增多,虽
然唐朝统治者早已意识到此类逃户使国家社会治理存在隐患,然而对此

类逃户采取的仍然是较为柔和的政策。 如武则天统治时期,从《长安三

年三月括逃使牒并敦煌县牒》 中可以看出当时所施行之政策,该文书

记载:

甘、凉、瓜、肃所居停沙洲逃户

牒奉处分:上件等州,以田水稍宽,百姓对

悉居城,庄野少人执作。 沙洲力田为务,
小大咸解农功,逃迸投诸他州,例被招

携安置,常遣守庄农作,抚恤若类家

僮。 好即薄酬其庸,恶乃横生构架。 为

客脚危,岂能论当。 ……
今奉明敕,逃人括还,无问户等高下,给
复二年。 又今年逃户所有田业,官贷

种子,付户助营。 逃人若归,苗稼见在,课
役俱免,复得田苗。 或恐已东逃人,还被主人

詃诱,虚招在此有苗,即称本乡无业,
(后略)􀃊􀁎􀁕

其中所提到的“给复”意为给予免除徭役的待遇,这一文书的大意

是指:依据敕令要求逃户应当还乡,然而即使对逃户采取保持其户籍地

田地并免除一定期限内的徭役的优待,逃户仍然会通过和所在地主户串

通欺骗的方式不愿还乡。 可见武周时期虽然通过减免赋税徭役的方式

劝归逃户,然而逃户回归的意愿并不高,政策收效甚微,强行招回对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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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也并无益处。 实际上临近唐朝中期时对于户籍的治理就已经日益

松弛,到唐玄宗统治时期虽然宇文融的括户政策对当时八十万逃户不纳

税的问题有所缓解,然而在宇文融受到政治处分后逃户问题再度严

重􀃊􀁎􀁖,经历“安史之乱”后更是出现了“百姓逃散,至于户口,十不半存” 􀃊􀁎􀁗

的逃亡局面。
在租庸调制下,此类数量庞大的群体不纳税,其在户籍地应当缴纳

的赋税却由当地百姓被迫承担,这样的税收安排在进一步加剧了逃户情

况出现的同时,对于普通民众并不公平。 而两税法将该群体纳入纳税人

范围内是在前述纳税能力评估标准改变后的应对方法。 依据诏令所述

的“以见居为簿”这一不按人丁而按照资产根据居住地原则重新登记的

措施,大大避免了随意摊派税收这一不公行为的发生,充分体现了税收

公平精神,居住地原则的适用也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对于社会治理

具有积极意义。
此外,两税法改革也将行商这一原本不纳税的群体纳入了纳税主体

范围内。 唐朝前期由于行商居无定所而被排除在纳税人范围之外,然而

从商人的收入与财力来看,其资产远高于普通农户,因而将其纳入纳税

人范围内是实现税收公平的应有之义,同时对行商纳入课税范围也缓解

了行商与坐商之间征税畸重畸轻的问题􀃊􀁎􀁘,有益于实现不同群体之间税

收利益的平衡。
由此可见,两税法在纳税主体的确定上充分践行了资产为宗的原

则,进一步实现了纳税群体的普遍化,这对于整体社会税收利益的分配

与实现以及不同群体之间税收公平的实现具有积极意义。
(二)两税法中的社会公平

“两税法”改革在进一步实现经济公平的同时,在实现税收公平中

的社会公平层面也具有积极意义。 与社会公平理念相一致的最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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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 1955 年版,第 1565 页。
参见吴霖:《我国古代税收思想初探》,载《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 1992

年第 4 期。



体现是关于税收特别措施的制度安排。
在特别课税措施的规定上,两税法改革延续了唐一直以来对于特殊

群体的税收关照。 依据“以资产为宗”的原则来看,弱势群体拥有资产

就应当纳税,然而两税法的相关诏令中明确规定“鳏寡惸独不支济者,准
制放免” 􀃊􀁎􀁙,对这几类弱势群体直接作出了予以免税的特别规定。 这一

规定在充分体现了“民本”思想的同时,其实质内容与精神指向的是税

收公平中社会公平这一维度。 通过国家强制规定将弱势群体以免税的

方式实质排除在了纳税群体之外,为其提供社会福利,进而实现社会整

体公平。
此外,对于官僚贵族课税的相关规定也体现了其在实现社会公平方

面的进步性。 在唐前期的税收制度下,除了对弱势群体和遭受自然灾害

的人群实施赋税免除政策之外,还存在专门面向官僚贵族群体的身份性

免税规定,如《新唐书》中所载: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缌麻以上亲,内命妇一品以上亲,
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职事、勋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县男

父子,国子、太学、四门学生、俊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籍

者,皆免课役。 凡主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 若老及男废疾、笃

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视九品以上官,不课。􀃊􀁎􀁚

可以发现,唐前期除了面向弱势群体的免税政策外,还有面向“孝

子、顺孙、义夫、节妇”等的免税政策,这或许与当时文化中重孝、节的思

想有关。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凡是九品以上的官员均不课税,意味着官

僚这一群体在分得田地的同时却享有免税的特权,这样的规定长期以来

造成了对纳税群体的不公,“赋税完全负担在仅占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占
总人口数的七分之一的农民身上” 􀃊􀁎􀁛。 在两税法改革中,采取了实际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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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将部分特权群体纳入了纳税人范围,体现了税收公平的倾向。 如《禁

公主家邑司擅行文牒敕》中所记载的:“应公主家有庄宅邸店,宜依百姓

例差役征课。” 􀃊􀁏􀁒该敕文内容是指公主名下的庄田、宅邸等也应当和寻常

百姓一般接受税收征课;又如,宣宗曾想因亲戚关系免除其舅舅田庄的

赋税,为相关职能部门所反对,认为“据地出税,天下皆同。 随户杂徭,久
已成例……免郑光庄田,则似稍乖前意。” 􀃊􀁏􀁓强调即使是皇帝的舅舅也应

当根据其所享有的地产量来缴纳税金,故而最终未能免除。 由此可见两

税法改革实际上免去了对于官僚特别是特权阶级的课税免除。 这种对

身份性免税的剥除更进一步体现了两税法制度中所具有的实现社会公

平之意涵。
当然,在税权设置上央地财权“两税三分”的安排使地方享有了一

定的财政自主权,在征纳环节上简易化的设计省去了旧制下的烦琐征纳

流程,虽然其并未直接指向税收公平的实现路径,但与其他课税要素一

同构建起了两税法完整的税收制度,对实现税收公平具有实际意义。

五、结语

两税法所形成的制度较旧制而言在税收公平上已经具有一定的历

史进步性,其确立的以资产确定税负的制税原则颠覆了旧制中以“人

丁”为依据这一不合理的理念。 在“资产为宗”原则下所采取的纳税群

体普遍化、央地财权调整、税收特别措施范围的收束等税收制度改革,与
税收公平思想所追求的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相一致,也为丰富税收公平

理念提供了新的实践内涵。 然而两税法在实践过程中仍因其自身所具

有的时代局限性存在缺憾,如虽然确定了用财产衡量纳税能力的原则却

未作出具体规定,这给实际执法中留下许多可操作的“灰色地带”;到了

晚唐时期,虽然税制得以沿袭,基层税务执法却存在许多问题,都对两税

法制度的有效性产生了消极影响。 但不可否认的是,本次改革对于中国

税收法律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开创了以资产为依据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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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的先河,为后世所采取的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础,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

了过往税制体系长期的缺陷,促进税制体系得以向前发展,特别是成为

宋朝两税法施行的基础” 􀃊􀁏􀁔。 无论是后来的“一条鞭法” 还是“摊丁入

亩”直至“人头税”的彻底废除,都能从其中探寻到“两税法”改革所体现

的税收公平精神之所在。 因此必须承认,两税法制度不仅对于当时的唐

王朝而言具有积极意义,长远来看对于中国古代税制发展也产生了积极

影响。
在当今时代,税收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的主要收入,税收国家的性

质使税收公平在社会公众利益分配、国家治理和国家发展等方面均具有

重要意义。 在此现实需求之下,我国已经开展了多次财税体制改革,不
论是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营改增”、个人专项附加扣除等措施,还是

不断被调整的个人所得税免征额,每一次改革都是朝着构建更为公平的

税收制度方向所作出的努力。 而在改革过程中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回归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性之所在。 由此可以从“两税法”中探查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遵循税收公平理念的要求,坚持税收法

定原则,同时注重税务行政执法能力的提升,逐步有序地推进税收法治

现代化的最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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